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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变迁及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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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自2020年修订后，学界对其政策最新动向的梳理研究还有待完善，因此，对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框架和创新模式的变迁及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研究发现，其历经了从传统的科学技术创新线性模式向目标导向型的社会变革创新模式的转变，从科学技术层面向科学技术新生态体系层面创新的转变，从只注重科技研发到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知识创新的转变，以及创新主体从“产学官”合作为主向“产学官民”共创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中国目前所走的科技道路有些相似，因此借鉴日本经验，从完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相关者横向协同、创造科技与人文社科融合的创新环境等方面，提出对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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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and New Tre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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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Japan's Basic La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revised and renamed as the Basic La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its latest trend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frame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models of Jap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analyzing its changes and new trends in innovation policies, it is found that Japa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has changed from a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 to goal- ori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level of new ecosystem. It also has moved from focus solely on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emphasizing on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innovation integrating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Furthermore, it presents a transition in innovation subjects from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to a collaboration involving industry,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is transformation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ath taken by China. Therefor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 som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are propose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enhancing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enabl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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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0]0  引言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和碳中和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高涨；此外，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也让人们广泛认识到；社会系统对于提高气候变化、新感染、自然灾害等未来大规模风险应对能力的必要性。为了塑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社会，除了解决各个社会课题之外，还需要改变社会结构本身，使之转变到所期望的状态；另外，在变革和过渡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环境负荷的增大等负面影响，还需要实现高质量就业和社会繁荣。日本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地球环境问题和国际科技加速变革等诸多压力，以及确保其国民就业、消除贫富差距，确保和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实现社会价值等问题，要实现每个人的健康幸福，需要进行新时代的科学技术创新。
为了解决全球变暖和新型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包括科学技术的国际共同研究。近年来，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给国际合作带来的影响令人担忧。另外，在考虑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方面变化的同时，也要求切实推进面向解决全球性课题的合作，包括能源、食品安全保障、全球供应链等多方面。
关于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樊春良[1]基于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计划，探讨了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特点；王镜超[2]对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节艳丽等[3]对科学技术基本法通过后日本科学技术政策转型的理念和举措进行了分析；昌成亮[4]、徐爽等[5]对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总结；平力群[6]阐述了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形成机制的制度安排；邱丹逸等[7]分析日本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创新道路所经历的立国战略、基本计划和综合战略。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学者对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以及体制机制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从《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改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后日本相关政策最新动向的梳理还有待完善。鉴于此，本研究对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最新动向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提供镜鉴。
[bookmark: pindex24]1  当前国际科学技术创新的特点
当前国际科学技术创新呈现出各国新兴技术创新力度加大、全球投资竞争和国际人才流动格局变化、开放科学发展迅速以及跨学科研究趋势日益明显等特点。
其一，新兴技术创新力度加大。科学技术和创新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近年来，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新兴技术不仅构成未来产业的基础，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革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各国对相关新兴技术研究开发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其二，各国投资竞争和国际人才流动格局的变化。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通过与不同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合作，以及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积极引进企业和投资等方式，在一些领域，也出现了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能够活跃在国际上的人才通常为了追求更理想的环境而在国际上流动，因此，有些国家或机构会提高研究环境的水准，在工资等待遇方面提出优厚的条件以吸引优秀人才。在频繁的国际人才流动中，不同背景的人才之间进行交流、思想相互碰撞，知识融合与创新会更加活跃。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海外人才是其研发领域的主要人员；欧盟（EU）通过提高欧洲区域内和欧洲域外研究人员的流动性，来确保各类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也从高等教育阶段就开始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其在研究开发领域的存在感迅速提高[8]。
其三，开放科学的迅速发展。随着开放科学的发展，数据共享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在各种研究活动中产生的实验数据逐渐跨越研究室的壁垒，有必要作为开放数据进行共享。为此，不仅要促进大学和研究机构公开作为公共研究开发成果产生的数据，还要促进数据资源的利用，并建立相关制度，形成国际合作的规则。另外，从知识的共享和活用这一点来看，促进包括论文在内的出版物的流通和共享不可或缺，如推动开放获取进程。当今世界，随着科学研究规模的扩大和论文数量的增加，商业出版体系也在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论文的阅读费用不断上涨，获取最新论文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现在很多国家都要求公开公共研究开发产生的成果，将同行评议前阶段的论文作为预印本，通过机构等开放平台公开发表。
其四，跨学科研究日益盛行。当前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日益凸显。推动科学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并实现多种价值，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还需要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广泛学科领域的知识，并涉及与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相关的社会各种利益相关者。这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与融合，以及与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创合作，即为跨领域研究。
[bookmark: pindex30]2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变迁
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主要以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法律依据，以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中心进行实施。2020年，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正案，修订后的法案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强调科学技术创新涉及的范围不仅包含自然科学领域，还包含将人文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领域知识，需要通过知识融合解决社会问题【病残句，表意不明】。也就是说，日本科学技术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针对社会的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对法律和政策条款进行修正和完善。
[bookmark: pindex32]2.1  《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的背景（1994年之前）
二战后，日本为了从战败中重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世纪60年，代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2]。20世纪70年代，日本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开始批评日本基础研究“搭便车”，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转向了基础研究，开始以不落后于欧美的独自方向为目标进行部署。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期，由于经济不景气，占日本研发投资八成的企业研发经费在缩减[2] ，另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环境不好、产学官协同不充分，日本政府感到科学技术和产业竞争力堪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实现真正的科学技术立国目标，要求扩充研究经费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2.2 《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实施（1995－2020年）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停滞，日元升值对出口产业更是雪上加霜，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日本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论断。1995年，日本正式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并于1996年开始每隔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到2023年为止共发布了6期。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变迁包括从研究开发体系到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范围扩大，以及明确各阶段战略性和重点。其中：
第1期计划（1996－2000年）以激活政府实施科学技术振兴战略为目标，提出了扩充政府研究开发投资、扩大竞争性资金制度、实施“博士后1万人”计划等振兴制度的政策方针[8]。第一期的对象范围主要停留在研究开发系统方面。
第2期计划（2001－2005年）设定了21世纪初的国家目标：使日本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让国民安心、安全、高质量生活，并通过知识的活用和创新为世界作出贡献。从重点研究领域分配资源的布局来看，主要包括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材料4个领域[9]。除了整顿竞争性环境和增加竞争性资金以外，本期计划还强调了产学官合作的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的伦理和社会责任。
第3期计划（2006－2010年）延续了第2期的重点研究领域，同时更加重视与社会、国民的关系，明确了“得到社会、国民支持并返还成果的科技”这一基本原则，并且明确提出了重要创新的目标。在第二期提出的国家目标基础上，提出了6个大目标和12个中目标，并具体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发展方向和科学技术政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能源、制造技术、社会基础设施和前沿等方面重点推进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材料4个领域[10]。此外，再次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强调男女共同参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重要性，并设定了采用女性研究人员的目标。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8]第4期计划（2011－2015年）被定位为日本第3期“新成长战略”方针，其将“科学技术”和“创新”等概念内涵的观点更具体化。但由于受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大地震的影响，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对本期计划的内容做了很大的修改，提出为了恢复国民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国家有必要重新布局包括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在内的科学技术政策，致力于震灾的复兴和再生。这期计划的第一个特点是在科技政策的基础上，将相关的创新政策也包括在内，作为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统筹推进；第二个特征是将科学技术政策视为国家战略的基础以及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科学技术政策的开展要以与其他政策有机结合为前提。在本期计划中，首先明确了课题达成型模式，即预先设定应该由国家组织的课题，以避免因按领域推进研究开发而导致领域的纵向分割；同时，重视基础研究与人才培育策略，具体提出了灾后复兴、 生活革新、 绿色革新。此外，在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方面，提出需要建立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循环，同时完善和充实研发评价体系[11]。
第5期计划（2016－2020年）则指出日本科学技术研究基础薄弱、大学改革滞后等不足之处，提出“通过产学官国民的合作将日本建设成世界上最适合创新的国家”这一计划，特别是提出实现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Society5.0）。本期计划的特征是每年制定综合战略，为了把握计划实施进度，首次提出了目标值和主要指标的设定。目标值是指根据基本计划应该实现的国家指标，包括大学年轻教师人数的增加、被引次数居世界前10%论文的增加等[12]。
2.3《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实施（2020年至今）
2020年《科学技术基本法》修订后，为了强化振兴科学技术和创新创造的“指挥塔”功能，日本内阁府新设科学技术和创新推进事务局，横向调整科学技术和创新相关政策。第6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2021－2025年）的实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放眼国际，世界秩序的动摇、国家间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霸权争夺加剧、气候危机等全球性威胁的现实化、信息技术（IT）平台的信息垄断等突现，国内外形势正发生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内对人类和社会综合理解的能力要求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因而需要融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推进社会发展[13]。
3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发展动向
3.1  科学技术创新模式的变迁与政策框架的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保障国家安全、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日本以国家为主体积极推进科学技术及创新的行政组织建设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集中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来发展日本基础工业，为鼓励企业从事科学技术创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同时注重培养高技术人才。这一时期的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国家技术开发推进型。
步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科技创新政策框架逐渐转变为产业技术开发型，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技术研发和推广为目标，推动构筑通过必要的人才、知识、技术、资金进行研究开发的体制，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这一时期的创新主体转为大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联盟，而国家的作用是促进企业间的协调和提供竞争前阶段的技术支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技术成长主要依赖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的专利和基础技术，日本大幅度提高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的研发费用，支撑这一时期的日本研发活动主要来自企业[14]。日本受当时产业政策线性模式的局限性影响，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导入了以强化“产、官、学”各要素间关系为目的的政策。具体来说，为了促进从公共经费投入的研究向开发成果的转移，日本政府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在大学和公共研究机关设置技术转移部门等。可以说，日本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和围绕经济和技术的国际形势对其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框架进行及时调整。
2010年以来，面向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知识来解决，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框架的构建不仅从科学技术视角，而且扩展到以包括政策方案在内的人文社科领域实际解决方案为目标，需要从创新生态系统上进行改革，可以理解为社会变革型创新，即国际上通称的“使命导向型科学技术创新（STI）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框架的变迁是以累积性地附加到以前的政策框架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社会变革型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不是取代之前存在的国家技术开发推进型、产业技术开发型或是国家创新系统强化的框架，而是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来自社会新的要求，为了应对以往的框架无法应对的课题进行补充性调整，每个框架都有其独特的政策介入方式和理由，即使是社会变革型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也需要开发适当的政策干预方法来实现其目的。
借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CRDS）[15]的研究，总结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发展动向如表1所示。
表1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主要框架特征与创新模式
	项目
	国家技术开发推进型
	产业技术开发型
	国家创新系统强化
	社会变革型
（使命导向型STI政策）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10年以来

	目的
	推进大规模项目以实现国家安全、外交等重要技术目标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开发和推广
	强化国家创新体系
	面向重大挑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变革

	主要内容
	以国家为主体，为达成目标设立组织（使命机构），集中企业研发人员、机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等
	以与半导体等技术相关的企业、公共研究机构组成的财团等为平台开发共同的产业技术
	强化构成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利用政策手段（如法规、规则、标准、税制、政府采购等），以技术开发和实施解决方案为目标

	创新主体
	国家、大企业

	大企业、公共研究机构联盟（如技术研究组合等）
	企业、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等技术转移组织
	包括市民中心在内的多元主体

	国家的作用
	从研究开发到事业执行的主要实施者
	进行企业间的协调和提供竞争前阶段的技术支持
	加强和协调各参与者之间在法律制度、资金等的合作
	目标设定过程的设计和运营、通过提出长期承诺来引导各参与者采取行动、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等

	创新模式
	线性模式
	线性模式（包括改良型的线性模式，如“链环-回路”模型）
	国家创新体系（如联合国家、企业、科研机构等力量跨越“死亡之谷”等）
	社会变革型创新



3.2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新动向
[bookmark: OLE_LINK3]第一，政策层面从传统的科学技术创新线性模式向目标导向型的社会变革创新转变。21世纪以来，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新修改的《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除了强调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之外，还追加了以“政策革新、创造新的价值”作为法律对象，确保今后的科学技术政策不偏重技术创新，达到科学技术振兴和技术创新、政策革新和创造新价值之间的平衡。在此基础上，第6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目标为实现“Society5.0”，要为构建“确保国民安全与安心的可持续有韧性的社会”和“实现每个人幸福（well-being）的社会”而努力[13]，因此，需要利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综合知识，结合现状来未来前景进行预测、制定政策，并通过评估灵活地改善相关政策；此外，推进为解决社会课题的任务导向型研究开发，并在社会上实施先进的科学技术。
从政府和地区间合作的观点来看，从2018年开始，日本与创新相关的各本部和省厅【指代表意不明】每年都会制定综合创新战略，因此，日本政府内阁设立了统一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作为进行横向和实质性推进该战略的组织；另外，在人工智能、“安全·安心”、生物战略、量子技术创新、材料战略等重要技术领域设置了横向的会议，制定了各项战略。此外，2020年日本修改了内阁府设置法，为了强化振兴科学技术创新的“司令塔”功能，设科学技术创新推进事务局。
第二，政策框架范围从科学技术层面向科学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层面创新的转变。受国际形势以及科学技术创新本身的变化影响，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以现有的科学技术政策为前提的框架扩大为包含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即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共创；此外，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振兴科学技术并将其成果推广开来，还包括为了实现理想社会而进行的社会体制变革。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政策目的和适用对象也在扩大：长期以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都是以创造科学知识、强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解决社会问题等为目的而推进的，但近年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实现多种价值”也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因此，科学技术政策不仅包括振兴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普及到社会当中，还包括创造各种新的价值，扩大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基本政策框架。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目的的扩大，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对象也在扩大：过去，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开发及其成果应用，现在则拓展至公共部门的研究开发系统乃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创新对象从只注重科技研发到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知识创新的转变。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人类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日本致力于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创新，在其《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中增加了“仅涉及人文科学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创新”等政策对象，并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促进创造创新”作为并列目的；此外，还提出了综合运用所有领域的综合知识来应对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且伴随着人们的各种价值和利害关系的发展，仅靠单一的学科很难解决相关问题，同时社会变革必然会产生利益相关者，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因此，日本从任务的讨论、制定，到各种项目和计划的立案、实施，对其科技创新政策进行评价，并开展从中学习、改善等。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等综合知识更是不可缺少。为此，日本的科技创新政策提出应从研究开发的初期阶段就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并将其反映到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中。另外，具体的研究开发项目很多是属于自然科学、工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以及各类相关人员共同参与组成的跨领域合作，由于形式上多种多样，因此对相关组织的支援机制建设和加强各组织及相关人员的能力构筑也是必要的，为此，日本在其第6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中将共同研究的存在方式改为“综合知识（convergence of knowledge）”，强调在推进共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跨领域合作，特别是，要根据参加者的各种目的和价值观的不同推进研究活动，包括确保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媒体和场所足够、培养青年科学家、客观评价研究者业绩等。
第四，创新主体从“产学官”合作为主向“产学官民”共创方式进行转变。当前，科学技术除了创造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之外，还要解决社会问题，为实现社会变革和每个人的幸福作出贡献，为此，必须依托以大学为中心的基础研究、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但仅仅依靠应用研究、成果开发等基于线性模式分工体制的研究体系进行研究很难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以充实科学技术研究为前提，进一步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涉及基础研究、创业公司等技术应用领域的各主体，让研究和目标导向紧密结合，从而产生良性循环，通过实现与包括各种创新主体在内的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加强与各种目的创新活动和资金的协同效应。为此，包括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公用事业公司在内的现有企业和创业公司，以及自治体、地区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主体，应该基于各自的目的和作用，构建相互密切合作的研究生态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各领域的综合知识、创新活动和资金必须能够相结合，以引导并推进各项创新合作，而政府机构和研究基金机构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管理能力和策划能力。
另外，由于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历史背景、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行为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一些科研成果即使在特定领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却很难解决整体社会问题。因此，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协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完善市场和社会治理体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模式、个人和集体活动等多方面的变革，与社会经济系统相关的多方面活动相结合，以人们多样的价值观为基础，将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变化纳入到创新体系实施的具体战略举措的考量当中。
4  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全球科技竞争的格局非常激烈，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从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转变为科技的原始创新和更加注重基础研究，与中国目前所走的科技道路有些相似，分析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变化与新动向无疑对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4.1 完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法律法规，加强相关者横向协同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过程。日本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其每一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都非常具体，且其中所涉及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侧重，保障相关政策有条不紊地发展，同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利益相关者之间横向协同工作，包括对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环境省、外务省以及涉及到的其他省之间的协调工作，以保证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顺利实施；在科学技术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中央咨询机构经历了从1959年的科学技术会议到2001年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再到2014年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的演变[16]，其中，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科学技术政策与创新政策一体化推进体制的实现[6]。中国政府于1985年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先后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强调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总体来看，中国从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纲要，但相对较为宏观，各部门落实以及横向协同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2  加大支持基础研究，加强企业等多主体联合创新地位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7]。中国必须长期坚定不移地支持基础研究，让搞基础研究的人员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支持，坐得住“冷板凳”，不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坚持目标导向与兴趣导向“两条腿”并行。日本长期以来注重基础研究，为基础研究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并适度延长对其的考核期，从日本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不难看出此举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71年，日本在引进技术受阻的背景下提出《关于70年代综合的科学技术政策的基本方针》，重点是振兴基础科学研究[18]。另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由大学、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构建弹性的研究体制，积极推进产学官合作[19]。企业与技术应用端更为接近，从企业技术输出端倒推到基础研究的技术突破口，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其他相关团体联合攻关，这一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多主体联合创新地位，特别是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鼓励企业参加基础研究。
4.3  创造科技与人文社科融合的创新环境，改革生态机制【用词搭配不当，表意不明】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联合国制定的《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科学技术、治理、金融、个体/集体行动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强有力的组合[20]。从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的特性已发生改变，科学、技术与创新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6]。为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国际前沿，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创新，而且需要与人文社科领域相融合。日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首先聚集有识之士设定相关具体课题，然后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与融合的目的是什么，今后为了什么而进行必要的融合”以及“如何进行，瓶颈是什么，今后必要的方案是什么” [21]。为了将来形成可持续的社会，为利益相关者组织间协作交换意见设定必要的场所，日本积极推进创造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融合的生态系统环境。由于技术的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在没有研究开发的上游进行有关法律方面的讨论，在新兴技术开发推广的情况下存在潜在的风险，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即是如此，因而，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研发人员参与讨论，同时需要开展相关伦理、法律相关的讨论。技术创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社会产业化的一系列流程中，相关的主体，如研究开发者、融资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各个部门等都是纵向的，所以从研究开发的上游到下游并不是无缝连接的，因此根据不同的技术开发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在技术进入社会的阶段，需要对技术的各种社会影响进行评估；而在技术产品进入社会的阶段，还需要制定相关推进方案、管理和监察政策。但目前，这些过程都是分别开展的，其中涉及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对话机制。因此，需要建立超越政府部门和各部门界限的，从上游到下游的无缝对应机制，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5  结论 【按照国标GB/T 7713.2－2022，科技论文的正文部分通常应包括结论。结论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结果和论点的提炼与概括，不是摘要或主体部分中各章、节小结的简单重复，宜做到客观、准确、精炼、完整。】 
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促进了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突破，确立了在基础研究领域、多项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随着国际大环境和日本社会问题的发展，其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并逐渐形成目标导向性的研究体制。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来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日本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的一些做法非常值得中国去借鉴。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应加快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举措，逐步完善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全产业链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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